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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街道尺度结构特征构建人口与建设用地综合指标体系，运用冷热点分析

和耦合度模型，分析 2000-2015年武汉市人地时空分异和耦合关系，识别人地静态与动态

耦合的组合特征和类型。研究发现：武汉市人口与建设用地分布呈现出典型的“中心-边

缘”模式，人地静态耦合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且以高度耦合为主；武汉市街道尺度人地动态

耦合度显著低于静态耦合度，整体以静态高度耦合-动态中度耦合类型为主，部分静态耦

合度较高的街道并没有出现预期的高水平动态耦合，人口变化率快于建设用地变化率以及人

口老龄化是人地失调的主要原因，应致力于建设用地的存量盘活和以人为本的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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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全球大部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城市内部人地关系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化视

角探讨人口与土地两个维度间的时空演变和相关关系[1]。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但普

遍认为出现了土地扩张快于人口增长的“冒进式”人地关系，导致城镇化率虚高[2⁃3]。城市建设用地面

积从 1981年的 6720平方千米扩增至 2018年的 5.61万平方千米，增长了 7.35倍，呈明显扩张态势；而

中国城镇人口则由 20171万人增加到 83137万人，增长了 3.12倍，城市用地扩展弹性系数远高于合理

阈值 1.12[4]。此外，城乡分割、建设用地分治、人地分离“三分”矛盾成为共识[5⁃6]。随着新型城镇化和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数量发展型城乡建设开始向城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转变，如何统筹协调城乡

人地关系成为关键。

国外早期研究借助人口与建设用地面积的比例关系来窥测城市扩张[7⁃9]，这为国内学者进一步探

索人口视角下的城市蔓延和扩展提供了借鉴。赵睿等探究了城市空间增长方式与人口密度的关

系[10]，Gao等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变化率和人口变化率的蔓延指数为2.45%[11]。随着城镇化进

程的快速发展和人地关系的不断演进，研究内容也逐渐聚焦到人地系统的耦合关系。全国层面和典

型区域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镇[12⁃13]与乡村[6,14]人地系统协同与否成为各界探讨的热点，并对人口、土地

以及经济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定量探讨[15⁃16]。此外，研究方法也从最初的单要素定量

分析，到自然和人文要素耦合的综合表征，主要方法有脱钩模型[14]、耦合度模型[15⁃16]、弹性系数[17⁃18]、异

速增长模型[19⁃20]等；在指标体系的构建方面则多与城镇化挂钩，通过数理方法从多维度建立衡量人地

耦合关系的单一指标或多指标体系。总体而言，当前关于特定地区人口与建设用地耦合关系研究取

得明显进展，已形成涵盖不同时空尺度的人地关系研究体系。然而，人口与建设用地的协调发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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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单一的数量关系，当前研究局限于从人地数量及其变化的耦合特征进行探讨，较少考虑人口与建

设用地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质量；在研究尺度上，街道作为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单元，能够更清晰地反映

人地关系的空间异质性[21]，但目前聚焦街道尺度人地关系的研究比较单薄；此外，现有研究对于人地

耦合评价多聚焦于某一时点的静态耦合或某一时段的动态脱钩，缺乏从动静结合的视角深入探讨人

地发展的时空规律。

武汉市作为中部崛起的支点和长江经济带的脊梁，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和发展潜力成为

国家中心城市。然而，在空间要素快速城镇化的同时，人口城镇化却没有同步发展。2000-2015年，

建设用地呈现蔓延式和边缘式扩张交替出现的高速扩张状态[22]，建成区年均增速逾22平方千米[23]，而

城镇人口增长速度仅为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速度的一半。与此同时，人口过度向内集聚和建设用地

向外无序蔓延使武汉空间发展出现功能性失衡，由此产生了土地低效利用、交通拥挤、局部空间生态

环境恶化等问题。如何在城乡社会经济转型发展中协调人口与建设用地关系，已成为武汉市实现高

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华中特大中心城市武汉作为研究对象，顾及结

构特征建立人口与建设用地综合指标体系，构建静态和动态耦合度模型对街道尺度的人地耦合关系

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探讨不同组合类型的人地发展模式和关系，以期为中部地区城乡人地协调发

展提供决策思考。

一、研究方法及数据

1.研究方法

（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于城市内部人口与建设用地互动的复杂性，为全面刻画二者的变化

特征及相互作用关系，本文基于代表性、基础性、精简性及可获得性 4个原则，兼顾数量和质量结构特

征，构建人口与建设用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人口指标方面，在原有的数量指标基础上增加年龄结

构这一质量指标，选择总人口、人口密度和老龄化率三项指标量化测度，能够更有效地反映当前人口

老龄化和社会发展活力；建设用地指标方面，选取城乡建设用地面积表征数量结构，采用土地开发强

度和土地城镇化率测度建设用地质量结构，能够更加全面地表征建设用地开发的合理性和城乡发展

水平。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因子的权重，如表1所示。

（2）冷热点分析法。冷热点分析是局部空间聚类分布特征的一种判定方法，用来测度每一个单

元与其周围单元的聚类关系[24]。本文基于ArcGIS空间分析模块中的Hot Analysis工具，利用Getis⁃
Ord Gi*统计量判别其是否存在具有显著性统计意义的高、低值聚类，并识别其空间分布位置。Getis⁃
Ord Gi*统计可表达为：

G*
i =
∑ j

nwij xi

∑ j

n xj
(1)

Z= G*
i -E (G*

i )
Var (G*

i )
(2)

表1 基于结构特征的人口与建设用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建设用地

人口

指标层

城乡建设用地面积

土地开发强度

土地城镇化率

总人口

人口密度

老龄化率

指标解释说明

城镇用地与农村居民点面积之和

建设用地面积/土地总面积

城镇建设用地/城乡建设用地

常住人口

常住人口/行政区总面积

老年人口/总人口

因子权重

0.1091

0.5818

0.3091

0.1220

0.5584

0.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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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G*
i 为空间单元 i的集聚指数；Z为该集聚指数的显著程度；wij是以距离定义的空间权重；

xi、xj为空间单元 i、j的属性值；E (G*
i )和Var (G*

i )代表G*
i 的数学期望和方差。通过计算得到具有显

著统计意义的Z得分和P值，据此识别高、低值空间集聚的分布。如果P值具有显著性，Z得分为正且

值越高，表明高值空间集聚（热点）就越紧密；反之则表明低值空间集聚（冷点）越紧密。本文在参考

相关文献[25⁃26]的基础上确定五类冷热点分级标准，分别将Z =±1.65、Z =±1.96作为次热（冷）点、热

（冷）点的分界阈值，表示通过 90%、95%的置信度检验。具体包括热点区（Z≥1.96）、次热点区

（1.65≤Z<1.96）、不显著区（-1.65≤Z<1.65）、次冷点区（-1.96<Z<-1.65）、冷点区（Z≤-1.96）。
（3）耦合度模型。“耦合”指两个或多个系统或要素相互作用的现象，是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

下，各要素相互协调的动态关联过程[27]。耦合度则是指系统间相互作用的程度测度，反映系统无序及

有序状态的转变过程，耦合度越大，系统则趋向有序，实现良性共振；反之，系统越不稳定。本文参考

物理学中的耦合度模型[28]，确定武汉市人口与建设用地耦合表达式为：

C = PiLi
( )Pi+Li

2 (3)

考虑到人地耦合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变化过程，既有观测始末时点的状态，也有观测期间变化的

大小和方向。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时间点始末的格局，而较少关注时间段内变化过程，因此本文从

研究时段内人口与建设用地的变化率出发，进一步分析二者动态耦合水平，其模型如下：

C = ||ΔPi × ||ΔLi
( )||ΔPi + ||ΔLi

2 (4)

ΔPi=
P t2
i -P t1

i

P t1
i

; ΔLi=
Lt2i -Lt1i
Lt1i

(5)

式中，C为人口与建设用地的耦合度，C∈［0，1］；Pi、Li分别表示人口指数和建设用地指数；t1、t2为
研究期始末时间点；ΔPi、ΔLi分别表示 i行政单元内人口和建设用地指数变化率；|ΔPi |、|ΔLi |代表二

者对应的绝对值。本文参考李涛等[16]研究成果，结合武汉市耦合度水平值，将耦合度等级进行整合并

划分为三类，即低度耦合（0.0，0.2]、中度耦合（0.2，0.4]和高度耦合（0.4，0.5]三类。

2.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研究基于特定人口调查时点和土地利用数据的可获取性，选取 2000、2010和 2015年三个时间

节点，以武汉市 185个街道为研究对象，围绕人口和建设用地综合指标采集数据。人口统计数据来源

于全国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武汉市统计年鉴，土地利

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空间分辨率为 30米，行

政界线来源于武汉市 2015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库（1:10000）。此外，考虑到研究时段内部分街

道数据受行政区划调整或名称变更而缺失，为确保数据的连续性和分析的可比性，本文以 2015年街

道行政区划为基准，以行政区划调整资料为依据，对研究期间发生调整的街道单元进行边界和人口

数据整合，以保障统计数据及其与行政单元之间的精准性和匹配关系。

二、结果与分析

1.武汉市人口与建设用地时空变化特征

（1）人口变化特征。武汉市 2000-2015年人口分布空间集聚较显著，中心城区始终是热点区，具

有典型的中心-边缘分布特征（图 1）。就单一时点而言，2000年武汉市低值聚类主要分布长江沿线

以西，以次冷点区为主，黄陂区的滠口街道是唯一的冷点区。2010年和 2015年东部的江夏区增加了

大量的低值区，呈现以中心城区高值聚类向近郊区低值聚类变化的圈层式分布特征，且冷点区有所

增加，2010年增加的冷点区主要分布在蔡甸区东北部和东西湖区的慈惠街道，2015年江夏区西北的

几个经开区也成为冷点区。从年均变化率来看，与单一时点的分布相反，中心城区成为冷点区，远郊

区高值聚类占主导，呈现远郊区边界三面环绕中心城区的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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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结构内部分异的视角能更清楚把握武汉市街道人口变化的原因。从图 2可以看出，研究

期间武汉市人口密度整体波动不大，这与其“中心城区高密度集中连片，新城区低密度广域连绵”的

空间分布格局一致，使得中心城区人口变化呈现低值集聚；而老龄化率平均值则显著提高，从 2000年
的 0.03到 2015年的 0.11，空间分布呈现沿汉江由中心城区向外扩展的趋势，远郊区高老龄化率组团

分布在长江沿线以西，且研究期间远郊区高老龄化率街区显著增加，从而形成远郊区人口变化高值

聚类的空间格局。武汉市老龄化趋势十分严峻，且老年人口郊区化的现象日益明显，如何有效应对

城镇化带来的快速老龄化是武汉市未来发展亟需解决的一大难题。

图 1 武汉市人口及人口年均变化率冷热点分区

图 2 武汉市 2000-2015年人口与建设用地结构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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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用地变化特征。建设用地和人口的空间集聚在中心城区表现出较好的一致性（图 3）。

相较于人口的空间分布，建设用地的空间集聚效应总体呈现向周边扩展的趋势，低值聚类显著增加

且表现出随时间推移式的空间扩张。三个时间段的建设用地年均变化率波动较大，除江夏区北部和

蔡甸区东北部保持高值聚类，其他区域处于高低聚类波动变化中。就建设用地内部结构而言（图 2），

研究期间武汉市土地开发强度显著提高，而土地城镇化率先升后降，这一变化在中心城区尤其明显，

其变化率由 2000-2010年的热点区转变为 2010-2015年的冷点区。其原因在于，自 2002年“武汉城

市圈”及随后“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武汉城镇化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中心城区建设用地高强度开

发且渐趋饱和。2013年开始追求“两型社会”发展目标，通过城中村拆迁改造和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盘

活城乡建设用地存量以追求高质量城镇化，有效控制城市无序扩展和土地城镇化率“虚高”的现象。

以城镇发展为导向的高强度国土开发不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以及拓展

建设用地的立体化开发，是实现国土空间合理开发利用的重要途径。

2.武汉市人口与建设用地耦合特征

（1）静态耦合。2000-2015年武汉市人口与建设用地的耦合度总体略呈上升趋势，三期平均耦

合度分别为 0.4118、0.4182和 0.4162，中心城区和远郊区平均耦合度均处于高度耦合水平，最低值均

出现在武钢厂区，不足0.1。从耦合类型来看，变化主要在高度耦合与中度耦合之间，高度耦合始终占

主导，2010年最多，共 136个，占比 74%；低度耦合最少，数量稳定地保持在 4~5个。作为重工业基地

的武钢厂区占地面积大，开发强度一直较高且变化不大，稳定在 0.5左右，接近最高值，但是其环境污

染难以吸引较多人口，是唯一稳定处于低度耦合水平的街道。

从空间格局来看，整体上呈现中心城区高度耦合、近中心城区中度耦合和远郊区高度耦合的夹

心式分布格局（图 4）。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大、土地开发强度和土地城镇化率均高，人地高度耦合；相

反，远郊区高度耦合的街道则具有人口密度与土地开发强度“双低”特征，同样使二者达到较高水平

的耦合。远郊区的木兰乡、木兰山风景区、蔡店乡和安山镇，人文与自然资源丰富，同时也是重要的

生态保护区，一定程度上对建设开发起到限制作用，开发强度指数低于 0.01，使得人地关系处于低度

耦合水平，这种由内在资源优势形成的低耦合人地关系具有可持续性。

图 3 武汉市建设用地及其年均变化率冷热点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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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态耦合。动态耦合度总体低于静态耦合度，平均耦合度均处于中度耦合水平（图 5），远郊

区各时段平均动态耦合度高于中心城区，说明中心城区人地关系动态变化失衡较远郊区更为显著。

2010-2015年间以高度耦合为主，占比超过50%，其余两个时间段中度耦合类型居多，占比均在43%
左右，相比于静态耦合，其低度耦合数量显著增加。中心城区静态耦合水平总体偏高，但是动态耦合

却并没有继续保持高水平，高度耦合类型在 2010-2015年期间显著增加并占主导，另两个时间段均

以低度耦合为主，这也与前面人地变化特征相呼应。2000-2015年，中心城区保持高人口密度，整体

变化不大，但是 2000-2010年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及积极的土地管理政策引导下，中心城区建设用

地规模得到迅速扩张，人地变化不同步导致失衡；2010-2015年，城镇村改造和建设用地整治一定程

度上稳定了土地城镇化率，期间人地关系趋向缓和。与此相反，远郊区一些乡镇在静态耦合中属于

低度耦合类型除台商工业园仍处于低度耦合外，其余耦合度水平均在中度及以上，对于发展旅游的

这些乡镇而言，协调人地关系变化是维持发展活力的重要保证。

3.武汉市人口与建设用地耦合组合类型识别

静态耦合仅仅表示某一时点人地耦合的格局与状态，动态耦合则表示二者相互关系的过程和趋

势。静态耦合与动态耦合相结合既能折射现状人地关系水平又可预判未来趋势，为合理控制城市人

口、调整用地结构、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等指引方向。本文综合各街道的静态耦合和动态耦合，对全

市 185个街道进行组合，得到 8种人地关系类型（图 6），静态高度耦合与其他动态耦合类型组合得到

的三种模式均比其他五种模式数量多，且静态高度耦合与动态中度耦合的组合类型成为武汉市人地

关系的主要模式。

（1）从静态低度耦合与其他动态耦合类型组合来看，共两种模式：即静态低度耦合-动态中度耦

合、静态低度耦合-动态高度耦合。这两种模式表示当前人地耦合水平低，但未来趋向于中、高度耦

合，人地关系逐渐趋向协调。青山区的武钢厂区、洪山区的天兴乡、江夏区的安山镇、黄陂区的木兰

乡和木兰山风景区这五个街道属于这两种模式。武钢厂区应在维持目前人地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增

图 4 2000-2015年武汉市人口与建设用地静态耦合类型

图 5 2000-2015年武汉市人口与建设用地动态耦合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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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人力资本和提高社会福利来吸引更多人就业以适度分散

中心城区的人口压力；其余四个街道应保持对旅游资源的

保护，促进人地可持续发展。

（2）按照静态中度耦合与其他动态耦合类型组合则有

三种模式：静态中度耦合-动态低度耦合、静态中度耦合-
动态中度耦合、静态中度耦合-动态高度耦合。静态中度

耦合-动态低度耦合这种模式中心城区有 4个，新城区 5
个，以工业园和经开区为主，主要分布在长江以东，江夏区

的佛祖岭办事处、庙山办事处和藏龙岛办事处这三个位于

经开区的街道都属于此模式。中心城区的四个街道均出现

人口变化率快于建设用地变化率，而新城区的三个经开区

因经济发展对土地开发的需求较大，使得建设用地变化率

远远高于人口变化率，导致人地关系失调。对于这一类人

地关系，应适度控制建设开发强度，同时加大人才吸引力

度，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静态中度耦合-动态中度耦合和静态中度耦合-
动态高度耦合两种模式的特点是人地耦合关系长期处于中度水平或趋向于更高水平。集中分布在

洪山区、蔡甸区、黄陂区和江夏区，人增地减、人地同增是未来这一模式街道的主要发展趋势，在今后

的发展过程中需保持既有的方向和速度稳定发展。

（3）静态高度耦合与其他动态耦合类型组合也有三种模式：静态高度耦合-动态低度耦合、静态

高度耦合-动态中度耦合、静态高度耦合-动态高度耦合。这三种模式表明当前人地关系高度协

调，但是人地关系将会趋向恶化或者至多保持不变。其中静态高度耦合-动态低度耦合是人地矛盾

冲突最明显的区域，呈现以中心城区为极核，呈中心对称分布在城市东西两侧，共有 51个街道属于此

模式，71%位于中心城区。静态高度耦合-动态中度耦合模式的数量占比最高，达到 30 %，在中心

城区和新城区数量相当。这两种模式中大部分街道人口变化率快于建设用地变化率，不管是人增地

减还是人地同增，普遍存在老龄化率显著提高的现象，51个街道平均老龄化率指数由 2000年的

0.0389变为 2015年的 0.1203，相比总人口及人口密度增减波动变化现象，过去 15年老龄化率的持续

提高对人口结构指数的影响最为显著，由此可见，这部分街道老龄化对当地的人地耦合关系产生了

较大影响。虽然人增地减的模式比较集约，但是老龄化率提高带来的人口增加可能会降低社会发展

活力。政府应在合理控制主城区人口数量的基础上，落实老年人口基础配套设施，同时推进新城区

空心村整治和农村新型社区建设。

静态高度耦合-动态高度耦合是较为理想的人地耦合模式。中心城区有 12个街道属于此模式，

主要位于长江以东的武昌、洪山和青山区，新城区的 13个街道则主要分布在黄陂区。该模式现状人

地耦合水平高，且未来有持续保持这种高耦合水平的趋势。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类型的大部分街

道都趋于人地同增，且主要与人口和建设用地结构内部老龄化率以及土地开发强度的提高有关。事

实上，在经过城市建设用地迅速扩张后，产业集群持续结构升级，区域建设用地得到集约利用[29]，人地

关系将逐渐趋于和谐发展的稳定状态。因此，该模式区应促进建设用地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

变，同时因地制宜推进城乡建设用地整治和产业结构升级，以保持人地协调发展状态。

三、结论与讨论

1.结 论

本文以武汉市 185个街道为研究对象，以基于结构特征的人口与建设用地耦合关系为切入点，分

别从人地时空变化特征、人地动静态耦合特征和人地关系模式三方面揭示了 2000-2015年武汉市的

人地发展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1）研究期间，武汉市中心城区人口与建设用地基本表现趋同态势，二者的变化则存在时空分

异。人地综合指数在中心城区均为热点区，人口年均变化率呈现相反特征，建设用地年均变化率则

图 6 武汉市人口与建设用地关系

耦合组合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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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热点区转为冷点区。从人口结构看，人口密度呈现的“中心-边缘”模式和人口老龄化率的轴线扩

张式分布格局，直接影响人口指数的空间集聚效应，快速老龄化及中心城区过高的人口密度是城镇

化进程的必然，也是武汉市进入高质量城镇化亟待解决的难题；从建设用地结构看，土地开发强度稳

步提高和土地城镇化率的波动上升，对应着建设用地年均变化率在空间上的集聚变化，但过高的土

地开发强度不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政府应予以控制。

（2）武汉市人地耦合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中，整体上人地静态耦合态势呈现上升的趋势，且动态耦

合度显著低于静态耦合度。静态耦合类型以高度耦合为主，从空间格局来看，整体上高度耦合和中

度耦合呈现由中心城区向周围呈圈层式交替分布的变化，中心城区人地高度耦合是因为人口密度大

和土地开发强度大、土地城镇化率高，而新城区反之；动态耦合主导类型随时间变化也在高度耦合和

中度耦合间波动，部分静态耦合度较高的街道并没有出现预期的高水平动态耦合，动静态耦合空间

类型匹配上出现错位。

（3）武汉市街道尺度人地耦合模式共8种，以静态高度耦合-动态中度耦合为主，占比30%，静态

高度耦合-动态高度耦合这种模式是最佳人地耦合模式，但是这种类型街道人地变化并不是最合理

的；同理，静态中度耦合-动态中度耦合和静态中度耦合-动态高度耦合属于人地关系渐趋改善的

两种类型，人地变化主要以人增地减和人口增长率快于建设用地增长率的人地同增为主，这种人地

关系可持续相对更好。此外，人口结构中的老龄人口增加带来的人口变化率的提高直接影响到人地协

调关系，如何处理快速老龄化下的人地关系失衡问题，成为武汉市能否实现高质量城镇化发展的关键。

2.讨 论

（1）系统研究人口与建设用地的时空耦合关系，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同时能为以人地挂钩为依据的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借鉴。本文结合静态耦合和动态耦合模型，分析了

武汉市人口与建设用地耦合关系，为武汉市城镇化过程中人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相比现

有研究单从某一时点或某一时段变化剖析人地耦合关系，本研究基于结构视角剖析人地耦合的现状

格局和未来趋势，能更全面系统地把握区域人地耦合协调发展规律，从而为突破“虚高城镇化”困境

和实现城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合理参考。

（2）武汉市土地开发强度和土地城镇化率反映了城镇建设用地的过速增长和农村建设用地的刚

性增长，这背后与其绩效考核体制及城市规划密切相关。城镇建设用地快速增长的内在动力是目前

普遍存在的行政晋升与绩效挂钩体制，而城乡规划的科学性不足及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助推了城

镇快速扩张；农村规划管理和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使得建设用地整治缺乏有效的空间引导，空心村及

人口老龄化是其人地关系矛盾的重要表现形式。

（3）人口与建设用地是两个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囿于资料和数据等的限制，基于更加精细的指

标（如容积率、青年人口比重等）数据对城乡维度的人地分异及各类建设用地与人口关系的探讨未能

展开；此外，本文采用的耦合模型只能从数值分布的规律上看出二者在规模上的趋同性，而无法把握

其内部的真正交互作用关系。地理学的人、地、时、空关系蕴含了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不同时空维

度的人地关系具有不同的耦合阶段和发展规律，这种人地耦合关系具有尺度性、阶段性和动态性，需

要开展多尺度、多维度和长时间序列的观测研究，在深入理解区域人地关系本质的同时科学指导地

方规划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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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Coupling Analysis of Population and Construction
Land Based on Street Scale Structure

KONG Xuesong，JIANG Xianjia，CHENG Peng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index system of population and construction land
based on th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street scale，and analyzes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and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nd construction land in Wuhan from 2000 to 2015 by using hot⁃
spot analysis and coupling degree model. The types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are identified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tatic coupling and dynamic coupl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tri⁃
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construction land in Wuhan presents a typical“center-edge”pattern. The static
coupling degree of human and construction land is generally increasing and most of the streets have high
coupling degree. The dynamic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human and land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static coupling degree，and the combination types are dominated by static high coupling and dynamic mod⁃
erate coupling. Some streets with high static coupling degree do not have the expected high level of dy⁃
namic coupling. The population change rate is faster than the construction land change rate，and the trend
of population aging is obvious，which directly leads to the decrease of the coupling level. It is suggested to
placeemphasisontherevitalizationofstockconstructionlandandpeople-orientedstructureoptimization.

Key words human-land relationship；spatiotemporal coupling；street scale；structure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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